
费孝通在晚年谈到社会学学科性质时，认为社会学兼具“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社会学的科
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但他同时指出，社会学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
想’”，此外，社会学科研教学本身就是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中国丰厚的文化传
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

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1]作为社会学分支的环境社会学，无疑也具有“科学”和“人文”
的双重性格。由于环境社会学分支自身的特征，结合笔者的研究经历，下面我将着重从环境社会学的
“科学性”和“中国传统”两方面展开探讨。

科学性

由于环境社会学研究离不开“环境”这一物质形态的对象，且研究议题又涉及很多科学技术问题，
因此环境社会学科学性的特征比起其他分支学科就显得更为突出，具体地说：环境社会学的科学性问

题，首先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尽管其它学科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从差异性的角度看，环境
社会学可能更加明显。其次是科学知识，环境社会学研究时可能需要更多地了解科学技术层面的知
识，虽然有时是作为常识来使用的，但准确地理解科学技术问题往往是深入研究环境之社会学议题的

前提条件。第三个是科学的方法、手段或设备上，要与时俱进。
先说科学态度或科学精神的问题。近两年来，我们在做太湖流域、巢湖流域的面源污染问题。这个

题目很难做，原因是自然科学的研究目前也说的不是很清楚。针对这一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任
务，我们可以做个看起来很“科学”的问卷调查，似乎也可以有很丰富的数据，但如果这样做，很难真正
达到准确认知的要求。所以，我们反复地去现场，请农户对化肥、农药的实际使用过程进行记录；购买
仪器来测量水质等等。之所以这样耗时、耗力，不辞辛苦，主要是想最大限度地了解我们所需要了解的
情况，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科学态度在支撑着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理解社会，去研究社会学的成果，
当然，对物质状态的了解，跟我们对社会事实的判断和解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把科学这一问题
忽略掉了，在环境社会学里恐怕很难有突破。我们做“癌症村”研究在淮河流域调查时，多方走访，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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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李琦、陈阿江：《“肺癌高发”的背后》，载《“癌症村”调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究，却找不到导致癌症特征的污染物，也很难理解已有的文献报道。后来，把村里的癌症名单进行了多
角度的比较分类，比如看癌症死亡者住房与水塘的空间关系，看看劳动力外流与癌症死亡者之间的关

系……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后来，通过与村里的乡村医生交流发现“吸烟-性别”、“乙肝-肝癌”这样
一些特殊关系。污染导致了疾病、癌症，这是一方面。但是，像我们所做调查的孟营村，可能还有被忽略
的事实，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按照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癌症是一果多因的，癌症应该与遗传基
因、外部环境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等多因素有关。虽然污染严重、癌症严重，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严
重的水污染就导致癌症高发的原因。特别是在舆论关注很强烈、民众的情绪很高涨的情况下，我们更
需要静下心来，看看到底还有什么原因。通过调查走访，我们发现，仅说“污染导致癌症”，对这个村里
的解释是不全面的。我需要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调查发现，“污染导致癌症高发”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结
果，而先前对污染熟视无睹、对污染与疾病关系熟视无睹则是更可怕的事实，是不科学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感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都要有个基本的态度。比如说，

我们做水污染，早期，我们主要把污染的危害说出来。把污染的状况、污染造成的经济社会影响呈现出
来，当然这是需要的。在那个阶段里，这个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到今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污染、污染
造成的危害，媒体宣传了大量的环境知识，政府也比较重视环保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也存在某些偏
向。比如，在我们一个垃圾焚烧致癌症高发的一个研究里[1]，当时我们就对已呈现的数据持怀疑态度。
因为我们调查了相关的村庄、村卫生室，访问了工厂，访问了相关的政府机构，感觉与媒体报道的差异
很大。后来分析数据时，就发现了时间与疾病之间关系的疑点。癌症名单显示，呼吸道系统的癌症发病
率提高的时间，与焚烧发电厂建成的时间几乎是同期的。医学常识告诉我们，癌症是“慢性病”，它有一
个较长的累积过程。我们最终通过对“肺癌”死者家属的入户访谈、对照，发现“肺癌”名单中大概有一
半不是真的，这里面还是一个态度问题，和行动者有利益诉求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客观地对
待复杂化的事实。
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需要准确地理解相关的科学知识。比如从社会学（或社会科学）角度研究

“雾霾”问题，就需要对“雾霾”问题的科技问题有基本理解。虽然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科学知识往往是
作为常识来使用的，但如果缺乏“常识”或对“常识”理解不准确，往往会对社会事实的判断南辕北辙，
制造笑话。因此，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必须思考如何对待科学的数据、工具和方法问题。社会学（或社会
科学）的环境研究，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可靠的关于环境方面的科技资料，以此为基础去深入研究环境
的社会事项，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不是专职做环境的科技研究的，所以，通常我们应该先去查阅已有

的科技研究成果，站到“他者”的平台上，继续攀爬我们自己的“台阶”。不要绝对地区分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拒绝可能的检测机会。比如说从去年我们购买了水质测量仪并进行一些简单的水质检测，这
也使研究的精度提高了，虽说这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得到的数据，社会科学研究也不应该拒绝，只要

对我们的认知有帮助的工具，只要有条件使用，就应该大胆地使用。
十年前我在做太湖水污染社会学研究时，因为没有技术数据、也没有条件去检测，只能用“社会指

标”来评价水的状况。即通过对居民了解水是否能喝、是否能洗衣服、是否能灌溉农田、是否能洗拖把
这样的方式来了解水的状况。这是社会科学常用的办法，如果技术检测条件许可，还以“是否能洗拖
把”作为标准的话，就有局限了。2013年 11月，我们在巢湖流域某养殖场附近的水塘观察时，感觉“水
挺清的、应该问题不大”。但对水塘水样检测后发现氨氮为每升 43.4毫克，氨氮含量非常高，是国家标
准 V类水上限的 2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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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

今天当我们重温费孝通先生《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提到的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
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和他提出的应从中国
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中，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社会历史传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

方向。我们倍加感到其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意义。
就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而言，中国传统里很多很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挖掘、整理和再学习。一是有

经典文献记载着我们祖先的环保意识和思想观念。比如道家的思想中就有很多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
老子强调人融于自然，人完全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自己超越于自然，构成人与自然的对立。比
如说农业、游牧业，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实践形态的生态传统是值得我们去挖掘学习的。尽管目前我
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有的传统被我们主动批判、放弃的，有的则是被我们不知不觉地弃
用、遗忘、遗失了的。过去常把“小农”作为“落后”的东西批判，现在工业化、城市化排挤“小农”。其实，
中国的悠久农耕文明，是一个发育到了极致的文明。一个丘陵地区的小山村，人均一亩耕地、几亩林
地，其产出把全村人养活了。农业在当时的科学认知情况下和技术状态条件下，能把人养活，并且世代
传承，这是一个奇迹。实际上，村民是会顺应自然，并用非常巧妙地方式来考虑了水保林、经济林与粮
食作物的关系，充分考虑村民的行为后果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村民开发一个可持续
的小农生产模式。这中间文化与传统难道不需要我们去思考，去研究，去挖掘吗？
其实，我们数千年的传统的农耕文明里，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和现代很好结合的，而并不总是传统

与现代的对立。最近，我们在调研中看到现实中探索的“稻鱼共生模式”，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有很多
地方是“鱼米之乡”。鱼和稻本来就共存共生的，按照科学的说法，鱼和稻是共生在那个湿地系统里。走
访中我们看到浙江德清“稻鱼共生模式”，它是一个现代经济的模式，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经济的模式。
“稻鱼共生模式”的经济效益不错，环境效益很好，社会效益也很好。比如说，原来一亩田要么产 1000
斤粮食，或者产 500斤鱼。现在的“稻鱼共生模式”，水稻田中央是一个甲鱼池，既种植水稻，也养甲鱼。
投少量饵料喂养甲鱼，甲鱼的排泄物成为肥料被水稻吸收，水稻无需追加肥料。同时稻田里的杂草、虫
类又成为甲鱼的食物。这样，与普通的水稻田比，粮食单产是略有下降，但因为稻田里同时生产了甲鱼
经济，为人类提供的亩均食物量没有减少，于是食物质量大大提高，经济价值也大大提高。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降到了最低，产生了很好的正影响。
总之，无论在古代的思想资源还是现实的实践传承中，中国有深厚的生态传统和丰富的生态遗产

都有其积极意义。尤其当我们面对现代社会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时候，更应该有意识地挖掘传统，从传
统中学习，并结合现代的特点加以再创造，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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